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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摘摇 要:1938 年 3 月,在美国记者海伦·斯若·埃德加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外国友人的倡议下,经国

内各派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同年 8 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冶,简称“工合冶。 为推进与发展后

方“工合冶事业,“工合冶协会于 1939 年 1 月在重庆设立了“工合冶川康区办事处,1939 年 2 月设立“工合冶川康区

驻蓉办事处,后又改为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本文以抗战时期成都“工合冶为研究对象,浅析成都“工合冶兴起的

原因,从组社、各社的业务、贷款、技术改进、教育等五方面探讨成都“工合冶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组社规模、技术

改进等角度分析成都开展“工合冶运动的有利条件,进而呈现成都“工合冶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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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我国工业较集中的东南沿海以及华北、华中各地,并进

行大肆掠夺与破坏,从而严重损害了我国工业的发展,造成后方军用与民用生活物资供应紧张。 在

国际友人帮助下,经国内各派抗日进步力量共同努力,1938 年 8 月在武汉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冶,
简称“工合冶。 1939 年 2 月,“工合冶协会决定在成都成立“工合冶事务所。 从 1939 年 3 月开始组社至

1940 年 5 月,成都共成立 55 个合作社,有社员 555 人,贷出资金 413 285 元,收回 154 275 元,总生

产量为 204 338 039 元。 成都“工合冶充实了我国后方经济,有力支持了持久抗战。 然而史学界对此

关注甚少,就笔者目力所及,研究“工合冶的论著虽然较多,但研究区域多集中于西北地区,专门研究

成都“工合冶的论著较少,即便有也多夹杂于研究“工合冶的综合著作中[1] ,专题论文更是寥寥[2] 。 因

此,关于成都“工合冶的研究似乎还处在起步阶段,有鉴于此,笔者利用“工合冶协会及川康“工合冶创

办的一些期刊及相关的“工合冶书籍,勾勒成都“工合冶的基本情况,从促进当地农业发展,救济难民,
振兴旧有工业等方面突显成都“工合冶对抗战的支持与贡献,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工业史的

研究。

一、抗战时局下的中国“工合冶

工业合作社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是由工人们自己筹集资金,购置机器,建立工厂,管理业务,生
产所得由自己支配的一种自救自助的新组织[3]。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故合作运动也以英国为嚆

失。 1844 年英国罗虚尔公平先锋社创立,开合作运动的先河。 但是,英国工业合作社终因资本薄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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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低下等原因,所生产的产品品质较次,成本居高,无法与大工厂的产品竞争而渐渐淡出。
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起步较晚,产生于抗战时期。 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我国沿海、长江中下游等

较繁盛之工业区域尽毁于炮火。 为了保证持久抗战,需要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

大国,农村所蕴藏的资源较丰富,但因技术落后、交通不便等原因,而未能较好地开发利用。 鉴于此,在
广大的农村、城镇中建立中小型工业合作社,使用简单的机器配合手工业从事生产,制造生活必需品,以
缓解后方军用与生活物质供不应求的局面成为其时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合作社零星散布于乡村

市镇之间,敌人虽欲破坏亦无计可施。
1938 年 3 月 19 日及 4 月 3 日,在上海各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出席的“星一聚餐会冶上,美国进步记

者海伦·斯若·埃德加和热心于救济事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人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建立工

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冶,即利用大后方的丰富资源和流落到抗战后方的工人、难民等,从事各种迫切

需要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供应军需民用[4] 。 此计划得到了合作专家卢广锦与知名工程师吴去非、林
福裕等人的大力支持,更获得宋美龄及孔祥熙的大力赞助。 并且通过英国大使柯尔的介绍,该计划

亦被国民政府所采纳。 1938 年 5 月,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冶)在武汉成立,由行政院拨 500 百万

元为初期贷款,孔祥熙亲任协会主席,路易·艾黎为“工合冶技术顾问,并亲赴全国各地从事推广

工作。
1938 年秋季,武汉外围战打响。 “工合冶为适应需要,首先在宝鸡成立西北区办事处,以推动陕、甘、

晋、豫、鄂五省的“工合冶发展。 在湖南邵阳成立西南区办事处,以推进湘、桂、黔三省的“工合冶发展。
1939 年 1 月,“工合冶协会在重庆设立“工合冶川康区办事处,又在江西赣县、云南昆明成立东南、云南两

个办事处,工作范围亦由 8 省推进为 16 省。

二、抗战时期的成都“工合冶

川康两省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因交通不便、资金不足以及技术落后等原因,大量的资源未被开发。
随着国府迁都重庆,沿海工厂大批内移,四川产业呈蓬勃之象。 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认为其具备发展

“工合冶之条件,于 1939 年 1 月在重庆设立“工合冶川康区办事处,一方面调查川康各地的工业资源,确
定以何种“工合冶方式开展生产;另一方面则选择交通便利,原料丰富,具有手工业基础之县市,为发展

“工合冶事业之据点。 川康“工合冶除开发富源,增加军需民用物品外,更急需在此建立我国的经济堡垒,
用以抵制仇货,准备经济反攻[5]。

(一)机构设立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居于四川盆地腹中,四面大山环绕。 成都平原不但水利发达,气候也非常温暖。
不过因它僻处西部,现代的交通工具还未十分完备,技术也较落后,因而工业发展较缓慢。 但相比之下

其农业较发达,且矿藏丰富,能为工业发展提供较丰足的原料。
自日军入侵沿海各省,各地难民大批向后方腹地逃避,成都由此成为各方难民的集中地,这为成都

“工合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 而川西平原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成都农闲时间较长,这也是劳动

力来源之一[6]。
成都“工合冶事业的推动,始于 1939 年 2 月,先成立了“工合冶川康区驻蓉办事处,后又改为成都“工

合冶事务所(位于成都市上汪家拐街 35 号) [7],涵盖成都市及华阳县两县市。
(二)组社概况

关于组社,成都“工合冶事务所为确保稳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为筹备期,第二为创立期,第三为贷

款期[8]。 表 1 为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5 月的组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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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成都“工合冶社的社数、社员人数、股金、贷款及生产量等情况表

年 月 社数 累计 社员数 累计 认购股金 已缴股金 贷款金额 累计 收回金额 累计 生产量 价值

1939 3 10 10 109 109 1810 531

4 9 19 110 219 3740 1873 17 925 17 925 11 421. 48

5 1 20 7 226 4975 3373 32 720 50 645 21 200. 44 3 262 192

6 2 22 10 236 8775 3790. 5 25 940 76 585 25 381. 63 579 935

7 27 49 221 457 10 985 4348. 5 16 820 102 765 91 195. 96 218 996 241

8 21 478 10 985 4348. 5 11 200 119 585 150 150 110 984. 67 329 981. 08

9 2 51 21 499 11 135 4382. 5 70 150 130 785 12 150 12 300 124 639. 74 4 546 282

10 5 504 11 135 4382. 5 70 150 200 935 124 639. 74 4 546 282

11 1 505 11 485 4399 48 500 249 435 140 951. 08 59 557 190

12 505 11 925 4399 500 249 435 3703 16 005 199 373. 03 79 496 953

1940 1 505 11 925 4399 6540 256 475 292 715. 12 108 765 465

2 2 507 16 470 6659 16 000 272 475 87 030 103 055 264 049. 21 1 351 733. 86

3 1 508 20 108 10 005 77 810 350 285 20 000 123 055 261 503. 96 161 323 982

4 8 516 20 398 11 105 50 000 400 285 30 030 153 085 221 257. 05 183 449 687

5 4 55 39 555 4145 27 542. 8 1300 413 285 1990 154 275 208 883. 52 24 338 039

总计 55 555 41 450 27 542. 8 413 285 154 275 204 338 039 204 338 039

从上表可知,成都“工合冶事务所自 1939 年 3 月开始组社至 1940 年 5 月,共成立 55 个合作社,有社

员 555 人,贷出资金 413 285 元,收回 154 275 元,总生产量为 204 338 039 元。 其中 1939 年 3 月组成 10
社,4 月至 5 月增加 10 个合作社,6 月至 7 月又增至 29 社,几乎“日有增加冶。

为力保合作社的质量,从 1939 年 10 月起,“工合冶协会命令各地停止组社,对于原有的合作社尽力

整改,将不良的合作社加以淘汰,重复的加以合并,健全的加以充实,减少雇工,吸收健全社员,增进教育

工作,提高生产效率。 1940 年 5 月以后各地合作社的内部整顿大体完成,并纷纷按照当地的特殊环境

与特有的材料推进工作。 每一事务所选定一两种中心工业,使它发展为中心业务,在当地起到模范、引
领作用。 成都“工合冶为健全各行业生产,亦暂停组创新社,并派事务所工作人员分别前往各社指导,办
理筹金。 对于业务无法经营者,即于合并或解散[10]。 正如上表所示:在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4 月间,
成都的工业合作社社数虽然有减无增,但生产数量和价值却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成都“工合冶的创设因适应了战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发展较迅速,更得到了宋霭龄、宋庆龄、宋
美龄、孔祥熙等社会要人的支持。 其中,宋氏三姐妹于 1940 年 4 月 25 日专程乘火车由山城重庆抵达成

都,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的工作[11]。
(三)业务状况

1939 年 3 月至 6 月间,成都共成立工业合作社 22 社,其中贷款的合作社有 16 社。 成都“工合冶
事务所按照每社的业务计划书,推算出每社每月之营业状况及盈亏情形,并在各种工业中抽选一社

以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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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各工业资本分配统计表[8]

社名 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 总额 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之对比

蓉兴革鞋 500摇 519摇 1019 1 颐 1

蓉粹操鞋 1520 1654 3174 1 颐 1

蓉雪机械 536摇 1363 1899 1 颐 2

蓉华卷烟 1445 1445

蓉美服装 648摇 307摇 950摇 2 颐 1

蓉庆服装 368摇 1200 1568 1 颐 5

蓉光机械 247摇 1934 2181 1 颐 8

蓉太帆布 875摇 2400 2775 1 颐 7

蓉正棉织 810摇 2760 3070 1 颐 9

资本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资于固定资产,另一种是投资于流动资产。 开始经营时,固定资

产与流动资产须有一定的比例,始为合理,利于营业。 从上表可知,大部分生产合作社的固定资产与流

动资产比例均为 1 颐 1。 其中蓉光机械工业合作社的比例本应固定资产大于流动资产,但因该社处于创

设的初期阶段,几乎没有机器,且因多种原因不易购置,经过该社的再三考虑,决定由该社自行制造,故
原料费用较高。

此外,由上表还发现蓉美、蓉庆两服装工业合作社,虽属同一工业,但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的比例却不

一致。 其因在于蓉美工业合作社创设后主要负责承造军用制服,所以该社暂不需自购原料,只需负责加工

承制;蓉庆服装工业合作社则主要供应社会一般之需要,因而该社需较大的流动资金用于原料的采购,为
顾客制衣,所以蓉庆服装工业合作社的流动资产比例高于蓉美合作社。 而蓉华卷烟工业合作社,因该社的

生产设备均向他人租用,每月只需支付租金,所以在固定资产中的投资甚少,因而固定资产一栏空缺。

表 3摇 各工业每月盈亏表

社名 原料
开支

工资 制造成本 销售成本 管理成本 财务成本 总计 成品收入
毛利 盈利

蓉兴革鞋 519 162 18 16 8 204 1049 530 326

蓉粹操鞋 1654 130 20 17 9 176 1991 337 161

蓉雪机械 1363 83 30 35 64 30 242 1837 474. 3 232. 3

蓉华卷烟 144. 5 108 20 66 30 100 334 730 585. 5 251. 5

蓉美服装 307 295 65 2. 5 30 10 402. 5 855. 5 548 145. 5

蓉庆服装 1200 72 13 13 5. 4 103. 4 1432 232 128. 6

蓉光机械 1934 583 336 110 17 250 1296 4600 2666 1370

蓉太帆布 2400 60 6 9 33 15 123 3060 660 537

蓉正棉织 2760 274 23 10 43 25 375 3680 920 545

由上表可得知,蓉光机械工业盈利最大,每月可得千余元以上。 其次就是帆布工业合作社,虽盈利

不如棉织社,但帆布成本较低,且市场需求较大,因而获利较多于棉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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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业合作社每月也均有获利,原由在于:其一,合作社的组织不同于普通工厂,普通工厂厂主与

工人间往往因劳资分配等问题摩擦不断,致使生产效率较低,消耗又大。 而合作社中的社员,皆为厂主,
彼此关系较为融洽,故产量也随之增加。 其二,大部分工友为发展自己的事业,自动降低薪金,如蓉光机

械合作社的工友之前在工厂做工时,每月工资均在 80 元以上,“而今仅取其一半冶。
(四)管理与技术的改进

“工合冶的重要工作是力求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其中工业技术的改进尤为重要。 中国战时工业政策是由

大单位改为小单位,由集中而趋于分散,过去渐形没落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又被人们重新重视和利用。
成都的纺织工业素来较发达,自成都“工合冶事务所成立以来,十分注重纺织工业,尤其积极筹划织

造军毯,以供前方将士之用。 因毛织不同于棉织,工序较复杂,所以技术的改进多以军毯为主。 如史迈

士帮助成都“工合冶事务所,在成都近郊建立了一个合作机械工厂,主要从事织布机和纺锤的制造[12]。
根据史迈士的图样,机械合作社做成了缩毛机、松毛机等纺织器械。 其中缩毛机的使用效果较好,只需

在使用过程中加入少许的水即可缩毛,有效地解决了每日产量较低的现象,生产效率增加了数十倍。 再

如手工撕毛会导致军毯中含有较多的杂毛,而弹毛机的使用解决了军毯中杂毛含量较高的现象。 另外,
成都华西大学化学系设有专门的染色专业,特派遣多名毕业生协同成都“工合冶事务所研究军毯的染色

技术,即试用单宁酸(由五倍子中提去)加硫化铁代替靛青[13]。 从而使其染色技术不仅方法简捷,且产

品价格低廉。
(五)工合教育

成都地处西陲,工人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成都“工合冶事务所为解决此困难,尽力推进与实施各种

工合教育。

表 5摇 1940 年成都工合事务所办理各种工合教育情形、摘要

训练机构名称 主办处所及合办机关 训练时间 开办年月

妇女纺毛训练班摇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2 周摇 1940 年 1 月

工合社职员训练班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8 日摇 1940 年 2 月

妇女职业训练班摇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3 个月 1940 年 4 月

合作社短期训练班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 2 周摇 1941 年 2 月

以上各种训练,即为举行一种短期讲习会,采取集中训练的方式。 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妇女训练

班。 因大多数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成都“工合冶事务所为解决此项困难,于 1939 年 9 月中旬增设教育

股,由李子真女士任股长。 为尽快让妇女掌握纺毛、织毛等生产工序,李子真对成都及周边地区妇女的

受教育程度、家庭状况、年龄、技能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14],状况如下:

表 6摇 工作妇女调查表

教育 技能 子女人数

初中:2% 摇 缝纫:42% 摇 没有子女的 45% 摇

高中:24% 摇 编制:24% 摇 有一人以上的 30%

略识字:16% 刺绣:18% 摇 有二人以上的 14%

不识字:58% 棉纺织:17% 有三人以上的 7%

挑花:4% 摇 有五人以上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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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一种或一种以上技能的工人统计表

年龄 家长的职业 婚姻状况

12-20 岁:47% 农:2% 已婚:71%

21-30 岁:30% 工:47% 未婚:29%

31-40 岁:15% 商:31%

41-60 岁:8% 摇 教育:2%

军政:18%

是否是抗战家属 有经济负担 有无技能

是:19% 有:57% 有:83%

否:81% 否:43% 否:17%

摇 摇 注:此表是根据毛线交换所往来的部分女工(500 人)中调查得出

根据上表情况,1940 年 9 月在成都东门外创办了一个专为军政部织造军毯的妇女纺毛训练班,其
中有不少实为抗战前途着想的小康之家妇女,有为增加后方生产力量专门学习织毛技术的妇女,还有为

解决生活问题而加入的妇女。 在这些妇女的带动、鼓舞之下,许多妇女踊跃报名参加。 李子真又根据报

名人数在儿童保育院、城北华英女中、四圣祠民房、东门外民房四地增开纺毛训练班。 妇女纺毛训练班

结束之后,又继续开办妇女职业训练班,以训练良好的人才,健全妇女手工业合作社。
此外,在国际友人戴乐仁、史迈士等人的援助下,1940 年,成都“工合冶事务所与金陵大学合办“工

合冶干部训练班,招收高中毕业或大学与专科学生施以半年的合作训练。 缩小学术理论与工业生产间

的距离,便于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提高工作效率。
除举办训练班外,出版事业在“工合冶各地区也较发达。 各区办事处均有工合月刊发行,以进行学

理上的探讨、技术上的研究。 随着“工合冶川康区办事处和“工合冶协会合并成立川康指导室,《川康工合

月刊》随之并入协会出版的《工合通讯》、成都“工合冶事务所编印的《工合活路》等。 《工合通讯》为综合

全国各区工作报告之刊物,其后改为《工业合作月刊》,出至第二卷第四期。 而系统介绍“工合冶理论与

指导的期刊,则为成都“工合冶干部训练班 1941 年出版的《工合先锋》、成都“工合冶研究所戴乐仁 1941
年著、沈经保译的《工业合作的种类及其问题与解决》、李烽林等人著的《工业合作成本会计》(成都“工
合冶研究所 1941 年印),以上书籍极有参考价值,执笔者多为有声誉的工业合作专家。

三、成都“工合冶的特点及抗战贡献

西欧的工合事业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产生的,中国近代“工合冶事业的产生则具有不同

的背景。
第一,中国的工业合作是应抗战的需要而起,而非社会发展的结果。 抗战中的中国为落后的半殖民

半封建的农业国家,民族工业在外力的束缚下不能如愿地发展,所以在国际贸易方面,每年都是入超,最
高数额曾达到八万万元,最低也有一万万元[15]29-34。 日常需要的工业产品,也仰赖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输

入。 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我国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如上海、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对外运输补给线亦被敌人

封锁,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急需自给。
第二,抗战与建国两项工作需同时并进。 中国与工业高度发达的日本进行抗战,不得不凭借地大物

博人多等自然条件,采取长期的消耗战略,以空间争取时间。 在艰苦抗战的过程中,从国防工业到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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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一切需从头做起。 蒋介石在 1941 年 3 月 24 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今后抗

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军事以外的经济。 延长至战后,以达到绝

对安全的守势国防之日为止。冶 [16]所以,进入相持阶段后,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因素,不仅依靠单纯的军

事力量,更要依靠经济等其它方面的力量。
第三,中国工业合作与民族资本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民族工业基础较薄弱,民族资产阶级

力量亦甚微弱。 孙中山曾说:“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 中国

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大资本家,和外国的资本家比较,不过

是一小贫,其他的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不过是一个贫人,可见中国通通是贫,并没有

大富。冶 [17]其时中国既无庞大的阶级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主导,而整个社会又处在“贫困冶之中,为改

变此现状则需找到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生产方式,与民族工业相辅相成,开发中国工业,增进国家富源。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工业生产必须迅速、有效地适应客观需要,一切可能的生产方法都应加

紧动员起来,以尽快达到自给自足之境。 工业合作无疑是当时最佳的选择。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较早成立的事务所之一,和其他地区的“工合冶事业一样,

也经历了初创、整顿、衰退三个阶段,并有异于其他地区“工合冶的特点。
从地理位置而言,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央,由岷、沱两江支渠纵横搭建而成;论地势,东有大

巴山脉为其屏障,北有岷山,西有邛、大凉山诸山脉环绕其周围,使西北高原之寒风不能逾巴山、岷山而

南,故使成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从而物富民殷,凡衣食住行等原料均能自给。 自国府迁至重庆后,人
力、物力、财力等相继集中于此,成都成为了支持抗战的重要所在地。

从组织角度而言,发展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虽较重要,但其建设绝非短时间可咄嗟立办,特别是在

当时严峻的战争条件之下,大工业的创设尤为困难。 从这一点看来,成都“工合冶集中发展小工业与手

工业较具战略意义。 小工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具有如下优势:1. 设备简单,不需要仰仗国外新式工具与器

材,即可从事生产;2. 规模小,可随时随地迅速设立;3. 单位分散,原料、人力可就地取给,出品可就地供

应,可减少对交通运输等的依赖;4. 生产方法简单,可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5. 单位

小,战时遭受的损失亦小。
从技术角度而言,若想扩大“工合冶的规模,最基本的条件则是教育和技术的应用问题。 因此,成都

“工合冶事务所开设了妇女纺毛训练班、妇女职业训练班、“工合冶社职员训练班等,以提高社员的文化素

养。 还与金陵大学合办工合高级训练班,培养“工合冶干部人才,试图从实践中训练技术人才,从工作中

去改进技术问题,再以成都试验所为技术改进之先导,健全、扩大“工合冶组织。
据《川康区驻蓉办事处报告》《成都事务所概述》《工合先锋》《四川各县市工业合作社概况》等资料

统计:“成都‘工合爷业务发展之初,依各‘工合爷社所经营之业务种类而分,有纺织工业、化学工业、机械

工业、服装工业等项。 截至 1940 年 12 月底,纺织合作社有 39 所,服装合作社 2 所,印刷合作社 1 所,社
员总数 616 人。冶

表 8摇 成都工业合作社 1940 年业务总额统计表

机械社合作社 1 社 50 968. 09元

纺织类合作社 37 社 1 368 862. 94元

化学类合作社 1 社 28 228. 05元

其他服装皮革类 206 882. 23元

综观上表所列数字,成都工合生产社以纺织工业最为发达,服装工业次之。 其中,纺织“工合冶社所

出品的羊毛军毯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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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摇 1939 年 7 月—1940 年 4 月成都“工合冶纺织生产社每月生产军毯情况表

年月 军毯数 价值 工人数

1939 年 7 月 567 6804 1431

1939 年 8 月 2009 24 108 1682

1939 年 9 月 3629 43 548 1715

1939 年 10 月 4087 49 044 1905

1939 年 11 月 5804 67 243 3120

1939 年 12 月 11 132 133 584 5512

1940 年 1 月 17 499 209 338 4820

1940 年 2 月 15 992 182 301 3800

1940 年 3 月 12 995 167 940 2830

1940 年 4 月 1286 16 432 2860

总计 75 000 800 000

染色及制成费用: 93 710. 01

合计成本 993 710. 01

自 1939 年 8 月,成都“工合冶事务所奉令织造军用毛毯,至 1940 年 4 月共织造军毯 75000 条运送前

方,为冰天雪地中的抗战将士提供御寒之用。
成都工业合作运动对抗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促进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作用。 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1892 ~ 1957,澳裔英籍考古学家)

曾说:“农业与工业有如双生见,共同长成亦共同衰死。冶这是因为工业生产原料仰赖于农业的供给,而
农业经营的发展与经济利益的增加又需实行农业的工业化。 一国的贫富强弱,不在于农业与非农业的

国家,而在于农业的工业化与否,简而言之,即农业与工业能否发生相互作用。
成都素以农业为经济基础,推行工农业合作确是发展成都农业,改善农民经济的一种办法,如棉花

生产者组织运销合作社,直接运销于制造工厂,减少一部分居间费用,增加生产者的经济利益。
其二,改善农民生活。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利用农家剩余的劳力,积极组织其进行工业生产,增加其

收入的来源。 如成都棉织合作社,除了少数带有技术性的技术工人外,大部分都是农村中的妇孺利用农

闲时出来做工,以补贴家用。
其三,救济失业工人与难民。 国府迁都重庆后,大量难民及失业工人等涌入成都由于资金的短拙,

生活物资的缺乏等,他们中不乏彷徨流浪,一筹莫展者,而妇女更难于安排工作。 为尽快帮助其解决生

计,成都“工合冶事务所联合女青年会广泛组织妇女成立生产合作社,其中妇女缝纫合作社成绩尤佳[18]。
其四,振兴市内旧有工业,建立新的工业基础。 近代以来,虽然部分城市有现代化工业组织,但未能

促进中国农村生产的资本主义化。 家庭工业和手工作坊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相当重要的

地位。 据《中国实业志》所载:“四川的丝织业、造纸业等亦有相当的基础,在抗战前数年间,由于资本主

义国家过剩产品的倾销,和对中国资本的输出,加之连年的军阀混战等原因,致使四川手工业一度衰落,
但仍未能摧毁他的根基。冶 [17]以成都丝织业而论,虽曾一度衰落,但在成都“工合冶事务所的援助下,衰
萎的丝织业又获得了复兴的机会,其产品更出口海外,倍受青睐。

1941 年底,因受太平洋战争影响,国内物资日渐紧缺,物价波动日趋激烈,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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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工作报告》称:“各项生产费用均已较前增高一倍乃至二、三倍,交通运输阻滞,兵役问题或接近

战区之地屡遭日军之患而辗转迁徙等原因,致使全国‘工合爷业务之进行困难重重,以致原感资金短缺

之各地‘工合爷陷于周转不灵、举步维艰之境,减产、停工、解散的‘工合爷社与日俱增。冶 [19]

表 10摇 成都工业合作社历年情况对照表

项别 1940 年 5 月 1941 年 6 月底 1942 年 12 月底

社数摇 摇 55摇 摇 53 摇 摇 51摇 摇

社员人数 760 摇 619摇 摇 474 摇

认缴股金 41 450 500 000 49 145

已缴股金 27 543 500 000 15 024

成都工业合作社也不例外,对于业务无法经营者,即合并或解散。 1944 年豫湘桂战役之后,日军继

续在赣粤附近窜扰,而后方市场囤积居奇的现象又见炽烈。 据《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1945 年工作报告》
称:“物价急剧上升,一至四月,物价上涨程度较上月高涨百分之二十,五、六月涨势稍见和缓,七、八月

涨势仍然剧烈,在此等经济情况下,‘工合爷生产事业无不痛感资金不足、周转困难,尤以小生产者不易

获得金融机关贷款,所需资金不得不转而求助于高利贷,利息负担尤重。 复以物价上涨,购买能力大为

降落,产品销售亦受限制。 而交通方面阻碍仍多,工业原料如棉纱等管制一如既往。 ‘工合爷社之规模

甚小,更无法摆脱此种经济环境之支配,停工、解散亦成普遍现象。冶 [7]524-525川、康两地虽居于抗战后方

未受战事直接影响,但饱受日军空袭之苦,又因原料、资金、市场等困难,迫使川康“工合冶逐渐走向衰

落。 为节约经费,1944 年“工合冶协会决定进行机构调整,将川康区办事处下辖的事务所、指导站纷纷撤

销,剩余的归西南区办事处管辖,涉及的县市有:万县、三台、荣昌、乐山等。 成都“工合冶事务所也于

1945 年被裁撤,结束了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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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Wartime
(1939-1941) of China爷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Jiao Jingc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China)

Abstract:Short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esist -Japan war, Japanese troops had blown up littoral barrier
industrial area and threatened the stability of the state. Japan was China's coastal blockade wanted to cut off
foreign military supplies imported goods. China wa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relatively abundant
agricultural resources. Because of the exploitation was handicapped by rural traffic inconvenience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at that time and had not yet been exploited.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was sponsored
by Zealander Louis Eli and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Edgar Snow since 1938. In the joint efforts of progressive
elements, established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in Wuhan.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as the save oneself-by-production campaign carried out in the Great Rear Area and Anti-Japanese
Ba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ichuan and Xikang provinces were located in the rear of
the wa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oved west, from Nanjing to Chongqing. Sichuan had the uniqu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Besides Sichuan with its vast landmass, large
population, beautiful landscape and rich resources, it had a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had been opened in Chongqing 1939. Chengdu is a provincial capital, it relates to
national strategic position and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So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鄄
sociation office would open in Chengdu, Feb. 1939. So Chengdu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fice was
topics of research in1939-1941, This articl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to develop Chengdu,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develop industrial cooperative.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focus on the
reflection of Chengdu industrial cooperative thought based on history and reality.
Keywords: the wartime of China 爷 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Chengdu industri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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